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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通信技术的发展，现代的员工正在经历着工作领域与非工作领域的相互渗透，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

成为了每个人所要面临的挑战。本文依据资源保存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探究了工作与非工作相互渗透

的方向性及不对称性对工作生活平衡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性与工作生活平衡

负相关；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与工作生活平衡呈到U型关系；在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性高于非工

作–工作边界渗透性情况下，两者偏离程度越高，工作生活平衡越低；在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性低于

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情况下，随着两者偏离程度越高，工作生活平衡水平可能先上升后下降，也可

能呈现下降趋势。并据此从企业和员工的角度分别提出了促进工作生活平衡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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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odern employees are experiencing the 
mutual penetration between work and non-work fields. How to balance work and life has become 
a challenge for everyon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social exchang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fferenc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direction and asymmetry of the mutual pene-
tration between work and non-work on the work-life bal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mea-
bility of work-non-work boundary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work-life balance; the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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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 between non-work-work boundary permeability and work-life balance is U-shaped; when the 
permeability of work-non-work boundar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work-work boundary, the 
higher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m, the lower the work-life balance. When the permeability of 
work-non-work boundary is lower than that of non-work-work boundary, the level of work-life 
balance may increase first and then decrease, or it may show a downward trend. Based on this,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work-life bal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
prises and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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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大减弱了时空对于人们行动的限制，尤其是新冠疫情的爆发，诞生了一大

批线上办公应用，很多企业也在逐步推行弹性工作制(潘寓婷，2021)。工作领域和非工作领域相互渗透的

程度越来越深，有很多的文献已经证实了工作对于非工作领域的渗透带给员工及组织的影响(王振源，段

永嘉等，2015；杨婷婷，苗心萌等，2018；曾慧敏，2019；陈笑梦，2020；张兰霞，蔡丽等，2020)，也

有少部分文献研究了非工作领域对工作领域的渗透所产生的结果(Rose, 2013; Kim & Hollensbe, 2017)。可

是员工个体往往既体验着工作对非工作的渗透，也体验着非工作对工作的渗透，在这样的情况下，员工

便面临着如何管理工作和其他角色的界限，保持工作生活之间平衡状态的问题与挑战。 
角色边界是个体为了建立秩序、减小不确定性而为其不同的生活角色创造的社会构建的界限

(Ashforth et al., 2000)。Clark (2000)提出的工作家庭边界理论，认为个体是边界跨越者，每天在工作与家

庭两个不同领域之间跨越，边界的具体特性影响着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与平衡。这一理论也为很多学者用

来探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从学者们的研究结果来看，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对于员工工作与生

活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确定的。Ruderman 等(2002)发现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对与工作–非工作

增益有积极的效果，认为通过工作或非工作角色的渗透，个体获得了更多可利用的资源，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其在另一领域的角色表现。国内学者王永丽和张思琪(2016)在研究中指出家庭工作事件渗

透的增多，会使得家庭工作促进作用减弱。面对上述矛盾，一些学者引入中介变量及调节变量

(Gajendran & Harrison, 2007; ter Hoeven & van Zoonen, 2015; van Zoonen et al., 2017)，通过权变的理论

来进行解释，但权变理论对特定现象及情境作出解释的同时也意味着它不能对普遍实践进行指导。所

以，本文将不考虑具体情境，通过分析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的本质，来探讨其对员工平衡工作与

生活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表明，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具有程度上的差异性，方向性及不对称性(Frone et al., 1992)。在

现有的研究中，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程度整体常常被学者们作为前因变量来进行研究(马璐，刘洪等，

2014；林彦梅，刘洪等，2019)。Allen et al. (2014)指出忽略渗透的不对称性和方向性，而仅仅关注渗透的

程度所得到的研究结果不能够区分非工作向工作和工作向非工作两个方向的渗透各自对结果变量产生的

影响。这也可能是一些不同文献研究结论矛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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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研究中，在讨论员工在工作之外的角色时，多数都将其局限于家庭领域，马岩(2019)在研究中

指出如今，新生代员工正在逐渐成为企业的主力军。对于他们而言，父母还处于中年，不需要投入过多

的精力照顾，个人也可能尚未组建家庭，没有来自伴侣或者孩子的职责需要负担，相比于家庭领域，他

们的非工作领域更多地是涉及朋友、个人兴趣等方面。此外，Prakash (2018)的调查也表明，虽然家庭仍

然是非工作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他领域，如朋友、个人健康、兴趣爱好、休闲娱乐等也是员工非

工作领域的重要构成要素。对当下的员工来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不仅仅意味着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

也意味着平衡其他非工作领域的工作。因此，考虑到现代职场人不断变化的生活偏好，工作生活平衡应

该有一个超越工作–家庭的更宽广的生活视野。 
基于此，本文提出工作与非工作相互渗透的方向性与工作生活平衡之间的关系假设，探究工作向非

工作与非工作向工作两个不同方向的渗透各自会对员工工作生活平衡产生的影响。并希望以此为企业设

计制定工作与非工作边界管理制度，帮助员工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提供理论基础。 

2. 研究假设 

2.1. 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及工作生活平衡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Lewin (1951)就将边界的这一概念引入了工作与非工作研究领域，并指出工作

与非工作的边界具有渗透性特征与弹性特征。其中，渗透性作为边界管理中边界的属性之一，指“一个

角色允许整合和吸收其他角色的元素的程度”。通俗来讲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其本质是一种员工

工作领域要素和非工作领域要素间的相互交换，参考时间及物理边界，形容员工在一个领域中的行为、

思维模式以及情绪状态卷入到另一个领域中的程度(Sturges, 2008)。这种渗透可能是行为上的，也可能是

心理上的(马璐，刘洪等，2014)。Frone 等(1992)的研究表明，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具有程度差异性，

方向性及不对称性。所以，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包括了非工作对工作的边界渗透性与工作对非工作

边界渗透性两个方面。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表示来自非工作角色的元素向工作领域的溢出程度。工

作–非工作边界渗透性表示来自工作角色的元素向非工作领域的溢出程度。 
Clark (2000)提出了工作家庭边界理论，这一理论成为很多学者在研究工作生活平衡时的理论基础。

在现有的文献中，针对工作生活平衡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工作和家庭领域。王永丽，张思琪(2016)基于工

作–家庭边界理论，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边界渗透对工作家庭平衡作用不同。庄颜嫣(2020)通过构建工作

与家庭之间的单向与双向渗透模型，并选取工作投入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作为结果变量，探究了员工如何

实现努力工作及快乐生活。但生活显然包括的不止家庭。Near 等(1980)认为工作之外的生活即是非工作

的范畴，这一范畴包括并不局限于家庭、休闲、学习等诸多方面。Chacko (1983)将非工作满意度等同于

生活满意度，认为非工作领域指的就是生活领域。Gragnano 等(2020)认为劳动力是异质的，员工可能也

重视除了家庭以外的其他非工作领域，并调查了工作生活平衡中其他非工作领域，特别是健康领域的重

要性。此外，学者们广泛研究了分段感知(如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增益)，但对于整体状态的关注较少。 
所以，本研究认为工作生活平衡形容个体对于工作领域和生活领域的状态都表示满意的状态，表现

为个体可以通过分配各种资源，以使自己达到心理满意。如 Carlson 等(2009)所描述的，这种平衡不需要

高水平的效力或业绩，是一种个体主观的整体感知上的平衡。 

2.2. 工作与非工作相互渗透的方向性与工作生活平衡的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边界渗透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通信技术的发展(El Wafi et al., 2016; Lim et al., 2017; 
Siegert & Löwstedt, 2019)，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工作领域与非工作领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两

个不同领域间的要素不断互相渗透。就工作领域向非工作领域方向的渗透而言，各式各样的电子沟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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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使得员工常常在非工作时间也与工作处于连通的状态。王晓辰等(2019)在研究中指出非工作时间连通行

为与员工对工作家庭平衡的满意度负向相关。王振源等(2015)在研究中指出，非工作时间办公正向预测了

工作家庭冲突。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资源存在着螺旋丧失和螺旋增值效应。在工作时，员工已经消耗了身心资源，

如果在本该获得身心恢复的非工作时间没有得到资源的补充，继续持续不断地处于工作状态，其身心资

源会迅速流失，研究也表明这会给员工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如产生更高水平的工作压力、工作倦怠、

导致工作场所偏离行为等(吴洁倩，张译方等，2018；程欢，2019；孙会，陈红，2020)。工作领域要素对

员工非工作领域的渗透、挤压，减少了员工的休闲时间，消耗了员工更多的身心资源，使得员工没有更

多资源来兼顾其他角色，满足非工作领域的角色需求，从而使得工作与生活间的失衡，工作生活平衡水

平下降。所以，提出以下假设： 
H1：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与工作生活平衡负相关。 
可渗透的家庭边界会导致更高的工作家庭冲突，但具有可渗透的工作边界的影响并不明显。一方面，

一个可渗透的工作边界有助于减少工作与家庭冲突的时间，因为它允许在工作的同时完成一些个人任务

(McCloskey, 2018)，给予了员工平衡工作事务与个人事务的机会，而且，在非工作领域向工作领域渗透

时，个体常常感受到的是一种“占便宜”的感觉，而这样的感觉通常会使个体对组织产生正向的情绪体

验。另一方面，参与特定的角色会使得个体获得对应的资源(孙会，陈红，2020)。高速发展的社会使得工

作对员工的要求越来越高，现代企业中的员工常常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非工作领域元素向工作领域渗

透的情况，如出于放松目的浏览社交媒体，出于社交需要联系朋友等，能够起到积累心理资本和积极情

感的作用，帮助员工更好地消化工作中的消极情绪，履行工作职责，承担工作角色，从而促进其工作角

色的表现(Zivnuska et al., 2016)。 
但过多的非工作领域元素渗入工作领域，很可能带来的就是不好的影响。因为，个体身心资源是有

限的，在起到放松心情、缓解压力的作用之后，如果没有适时地投入到工作任务中，而是一味地沉浸在

非工作向工作领域渗透所带来的愉悦之中，就可能产生自我封闭、自责、无聊等消极情绪，阻碍个体完

成工作。 
所以适当的非工作向工作领域的渗透，使个体在处理个人事务的同时，也会一定程度上促进其产生

对工作的积极情绪，引发积极的工作行为，从而帮助个体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渗透性过低或者过高

的情况下则不会达到这样的效果，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非工作–工作生活边界渗透与工作生活平衡呈倒 U 形关系。 

2.3. 工作与非工作相互渗透的不对称性与工作生活平衡的关系 

社会交换理论指出，公平的社会交往关系是让人最满意的关系(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明显不

等地被剥削或者被占便宜的关系都是人们所不喜欢的关系。员工与组织之间在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关系。 
在社会互换过程中，互换双方均需遵循互惠原则。1960 年，Gouldner 首次提出互惠原则。他认为在

社会互换过程中，互换双方均需要遵循互惠原则，回报者会对行动者做出回报，并且回报程度取决于行

动者的表现与价值。基于互惠原则，要想让员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来，组织要尽量确保

满足员工的需要，提供物质或精神层面的激励。 
对员工来说，当员工感受到的工作要素渗透到非工作领域的水平高于非工作向工作的渗透时，员工

常常会感到不公平，觉得工作占据了自己休闲娱乐或者家庭，没有履行好其他角色的义务，从而感到较

低的工作生活平衡水平，而随着两种方向渗透偏离程度的提高，其工作生活平衡水平也可能更低。当非

工作向工作这一方向的渗透水平高于工作向非工作的渗透水平时，员工一样会感到不公平，但不同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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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情况，这种不公平往往是一种觉得自己“占便宜”的感觉。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一般产生的是正

向的态度或行为(孙会，陈红，2020)。所以，也可能伴随着高水平的工作生活平衡。需要指出的是，这里

的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性高于或低于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的情况更多地强调的是两种渗透程度相对

而言的情况，即可能两个方向的边界渗透性都很强或都很弱，但其中一个方向的边界渗透性程度更深或

者更浅。因此，提出假设： 
H3a：在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性高于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的情况下，两者偏离程度越高，工作

生活平衡越低。 
H3b：在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性低于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的情况下，两者偏离程度越高，工

作生活平衡越高。 

3. 研究设计 

3.1. 测量工具 

3.1.1. 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 
学术界关于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的测量尚未形成成熟的量表，多是在工作–家庭边界渗透量表

的基础上拓展到非工作的其他领域。 
程宝玉依据工作家庭边界理论(Ashforth et al., 2000; Clark, 2000)编制了衡量工作家庭边界渗透性的量

表，得到了验证和推广。杨苏生(2014)在此问卷基础上，把家庭的概念拓展到非工作领域的私人生活用

于测量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李秋娟(2017)也通过借鉴 Clark (2000)的研究，将家庭的概念延展至

所有除工作以外的私人空间，称其为“非工作领域”，并就此编制出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测量量

表。 
借鉴杨苏生及李秋娟所使用的量表，形成了本研究的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测量量表，共 10 个题

项，其中 1~5 测量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6~10 测量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性，Cronbach’s α系数分

别为 0.774 和 0.847。 

3.1.2. 工作生活平衡 
对于工作生活平衡，本研究将其定义为个体对于工作领域和生活领域的状态都表示满意的状态，表

现为个体可以通过分配各种资源，以使自己达到心理满意。 
Valcour (2007)提出的工作–家庭平衡量表，共 5 个题项，其中，前两项指的是满足工作和家庭需求的

两个最关键的个人资源：时间和注意力(精力)。这些项目与资源–需求理论框架一致。同时，也有研究表

明，在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需求方面的成功认知部分取决于一个人对工作和个人/家庭角色的时间和注意

力分配的满意度(Friedman and Greenhaus, 2000)。剩余三个项目采用受访者对他们在整合工作和个人/家庭

角色需求方面的成功程度的评估，这也与该结构的含义一致。所以，本文采用这一量表，受访者被要求从

(1)非常不满意到(5)非常满意的等级表示其满意程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9。 

3.1.3. 控制变量 
通过文献回顾，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工龄、岗位级别、行业类型等信息作为控制变量

以选择和填空的形式通过问卷测量。 

3.2. 数据收集 

本次收集采取线上收集的方式，通过问卷星、微信、QQ 等平台发放回收问卷，在具体收集数据过程

中，主要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先邀请不同行业的朋友、熟人填写问卷，再通过他们向周围符合条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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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发放问卷。本次问卷所有题项均为自评题项，为使反映被调查人员的真实状态，问卷填写采用匿名方

式，并在问卷导语中向被调查者说明此次调查所得信息将仅用于学术研究，来降低被调查者的心理顾虑。 
最终收回问卷 446 份，剔除掉存在回答时间少于 1 分钟、选项全部一致及填答存在明显规律性的问

卷，共得到有效问卷 411 份，问卷有效率为 92.2%。具体而言，效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 1 所示：

在性别分布上，男性占 47%，女性占 53%，女性略多于男性；在年龄分布上，以 18~35 岁人群为主；在

婚姻状况上，未婚人群占绝大部分；在学历分布上，以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为主；在工龄方面，绝大部

分工龄在 10 年以下；在岗位级别上，普通员工占据了大部分；在行业类型上，各段分布较为均匀。总体

而言，调查样本分布情况基本均衡，符合随机调查的要求。 
 

Table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表 1. 人口学信息统计结果 

 类别 计数 占比% 

性别 
男 193 47 

女 218 53 

年龄 

18 5 1.2 

18~25 262 63.7 

26~35 112 27.3 

36~45 21 5.1 

46 11 2.7 

婚姻 
已婚 73 17.8 

未婚 338 82.2 

学历 

高中及以下 13 3.2 

大学专科 25 6.1 

大学本科 217 52.8 

硕士及以上 156 37.9 

工龄 

5 年及以下 326 79.3 

6~10 年 53 12.9 

11~15 年 19 4.6 

16~20 年 4 1 

20 以上 9 2.2 

岗位级别 

高层 18 4.4 

中层 59 14.4 

基层 194 47.2 

其他 140 34.1 

行业类型 

教育 97 23.6 

互联网 81 19.7 

制造业 31 7.5 

服务业 45 10.9 

金融 24 5.8 

建筑业/房地产 28 6.8 

医疗 27 6.6 

其他 7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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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果 

4.1. 区分效度 

本文使用 AMOS24 软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工作–非工作边界渗

透性、工作生活平衡进行区分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其中三因子模型各项指标均接近或符合评判

标准(2/df = 3.312，RMSEA = 0.075，CFI = 0.922，GFI = 0.919，IFI = 0.922，TLI = 0.905)，与其他几个模

型相比该模型的拟合程度最好，表明三个构念具备良好的区分效度，符合研究标准。 
 

Table 2.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卡方/自由度 RMSEA CFI GFI IFI TLI 

三因子模型 A; B; C 3.312 0.075 0.922 0.919 0.922 0.905 

二因子模型 A + B; C 7.285 0.124 0.782 0.798 0.783 0.743 

二因子模型 A + C; B 8.983 0.140 0.723 0.757 0.725 0.673 

二因子模型 B + C; A 12.008 0.164 0.618 0.672 0.621 0.550 

单因子模型 A + B + C 17.787 0.202 0.411 0.584 0.415 0.313 

注：N = 411；A：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B：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性；C：工作生活平衡。 

 
依据 Harman 单因子分析法，将问卷所有题项一起做因子分析，第一个主成分因子载荷在未旋转的

情况下为 29.265%，未达到总解释方差的 50%，所以数据不受同源方差问题的严重影响。 

4.2. 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 3 所示，结果表明，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偏好工作与

工作生活平衡显著正相关(r = 0.121，p < 0.05)，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性与工作生活平衡显著负相关(r = 
−0.199，p < 0.01)，初步验证了假设H1。此外，员工的工作生活平衡与其年龄(r = 0.168)、婚姻状况(r = −0.148)
以及工龄(r = 0.201)也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 

 
Table 3. Mean valu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bles 
表 3. 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性别 1.530 0.500 1          

2) 年龄 2.440 0.732 −0.070 1         

3) 婚姻 1.820 0.383 0.047 −0.520** 1        

4) 学历 3.300 0.777 0.027 −0.099* 0.243** 1       

5) 工龄 1.340 0.799 −0.102* 0.678* −0.632** −0.221** 1      

6) 岗位级别 3.110 0.806 0.025 −0.178** 0.403** 0.201** −0.383** 1     

7) 行业类型 3.970 2.639 0.042 0.067 0.046 0.011 0.068 0.193** 1    

8) NWP 3.003 0.835 −0.001 0.108* −0.093 0.027 0.136** −0.093 −0.176** 1   

9) WNP 2.729 0.834 0.117* −0.077 0.113* −0.027 −0.099* 0.049 −0.013 −0.327** 1  

10) WLB 3.126 0.795 −0.083 0.168** −0.148** 0.015 0.201** −0.038 0.050 0.121* −0.199** 1 

注：N = 411；*p < 0.01，**p < 0.05。NWP：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WNP：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性；WLB：工作生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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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假设检验 

以往的研究中，涉及到两个变量间的匹配、一致性问题，常常采用差值法(如算术差、算术差的绝对

值或平方)，来表示两个变量间的匹配或一致性程度。这样的方法优点在于操作简便，但无法区分各个变

量对于结果变量产生的影响效应(Edwards & Rothbard, 1999)。近几年，多项式回归作为一种分析该类问题

的模型被提出，Edwards & Rothbard (1999)指出，无论是从方法的规范性还是从分析的实际意义考虑，这

一方法都要优于差值法。因此，本文选择多项式回归来检验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的不对称性对员工

工作生活平衡的影响，具体的多项式回归方程如下： 

WLB b0 b1 X b2 Y b3 X2 b4 X Y b5 Y2 e= + × + × + × + × × + × +  

其中，WLB 表示工作生活平衡；X 表示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Y 表示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性。

参照前人的研究，在数据处理之前，参考张珊珊，张建新等(2012)及柏帅蛟与井润田等(2018)首先对非工

作–工作边界渗透性与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性两个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回归后结果如表 4 所示。

由模型四可知，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性与工作生活平衡回归系数显著为负(r = −0.147，p < 0.01)，假设

H1 得到验证。模型二的结果显示，非工作–工作对工作生活平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r = 0.099，p < 0.05)，
为验证假设 H2 提供了初步支持，模型三显示，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的平方与工作生活平衡显著负

相关(r = −0.148，p < 0.001)，该结果表明，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与工作生活平衡之间呈倒 U 形关系，

假设 H2 得到验证。相较于模型二，模型三的 R2 增大 0.028，ΔF 显著，表明了模型三更能有效揭示非工

作–工作边界渗透性与工作生活平衡之间的关系。 
 

Table 4. Hypothesis test results 
表 4. 假设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控制变量 2.832*** 2.868*** 3.054*** 2.828*** 3.162*** 

性别 −0.105 −0.108 −0.101 −0.079 −0.064 

年龄 0.041 0.037 0.014 0.040 0.012 

婚姻 −0.116 −0.119 −0.170 −0.085 −0.194 

学历 0.062 0.056 0.071 0.049 0.067 

工龄 0.157* 0.142 0.154 0.144 0.144 

岗位级别 0.034 0.036 0.031 0.037 0.014 

行业类型 0.010 0.016 0.017 0.012 0.013 

自变量      

NWP  0.099* 0.041 0.050 −0.047 

NWP 的平方   −0.148***  −0.108* 

WNP    −0.147** −0.150** 

WNP 的平方     0.026 

NWP*WNP     0.127* 

R2 0.053 0.063 0.091 0.084 0.123 

F 值 3.228** 3.393** 4.483*** 4.082*** 4.646*** 

ΔR2 0.053 0.010 0.028 0.031 0.039 

ΔF 3.228** 4.362* 12.424*** 6.747** 5.892** 

注：*p < 0.01，**p < 0.05，***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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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据多项式回归结果，计算得到相关响应面的特征，如表 5 所示，不匹配曲线曲率显著为负

(a4 = −0.209，p < 0.001)，斜率不显著，表明曲面由匹配曲线向左右两侧逐渐下降，匹配情况下的工作生

活平衡水平相较于不匹配时具有更大的取值；匹配曲线斜率显著(a1 = −0.197，p < 0.05)，曲率不显著，

表明沿匹配曲线，响应面接近一条直线，并且随着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的增加，个体体验到的工作

生活平衡水平是逐渐降低的。 
进一步使用 MATLAB2016 绘制了非工作与工作边界渗透性与工作生活平衡之间的关系图来更直观

地呈现变量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展示的是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与工作生活平衡的三维图，如图 2
所示展示的是三维图在 X 轴与 Y 轴所构成平面的投影。匹配曲线(X = Y)与不匹配曲线(X = −Y)将图分为

了四个区域，其中，区域 I 与区域 II 中的取值表示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X)小于工作–非工作边界渗

透性(Y)时的工作生活平衡水平，区域 III 与区域 IV 中的取值表示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X)大于工作

–非工作边界渗透性(Y)时的工作生活平衡水平。具体地，在区域 I 中与区域 II 中，当 X 与 Y 的取值由

趋近逐渐变为偏离时，工作生活平衡取值均呈现下降趋势，假设 H3a 得到了验证；在区域 III 中，当 X
值与 Y 值由趋近转向偏离时，工作生活平衡先上升后降低；区域 IV 中，当 X 值与 Y 值由趋近转向偏离

时，工作生活平衡先降低后升高，但变化水平相较于区域 III，幅度很小，基本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假

设 H3b 未得到验证。 
 

Table 5. Response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表 5. 响应面特征 

匹配曲线  不匹配曲线 

斜率(a1) 曲率(a2)  斜率(a3) 曲率(a4) 

−0.197* 0.045 0.103 −0.209*** 

注：*p < 0.01，***p < 0.001。 

 

 
Figure 1. Three-dimensional response surface 
图 1. 三维响应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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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rojection of work-life balance on X-Y plane 
图 2. 工作生活平衡在 X-Y 平面上的投影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在不断模糊工作与非工作领域之间的边界，使员工经历着来自不同方向，以及

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边界渗透。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提出相关假设，探讨了工作向非工作以及非工作

向工作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边界渗透性对员工工作生活平衡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工作–非工

作边界渗透性与工作生活平衡负相关，假设 H1 得到支持；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与工作生活平衡呈

倒 U 形关系，假设 H2 得到支持；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性高于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的情况下，两

者偏离程度越高，工作生活平衡越低，假设 H3a 得到支持；但对于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性低于非工作

边界渗透性的情况即假设 H3b，未得到支持。 
在区域 III，假设 H3b 未得到验证原因可能是因为在 X = −3，Y = −3 时，无论是工作向非工作还是非

工作向工作，两个方向上的边界渗透性都处于低水平，接近于互不打扰的状态，员工能够体验到较高的

工作生活平衡；随着非工作向工作方向上的渗透性逐渐增加，员工在工作场景下有了来自非工作领域元

素的渗透，可能是心理上的渗透也可能是行为上的渗透，员工感觉自己利用工作时间处理了私人事务，

可能产生“占便宜”的感受，从而工作生活平衡水平上升；而当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进一步增强时，

到 X = 3，Y = −3 附近时，虽然员工来自非工作领域的元素更多地渗透到了工作领域，但这样的情况也很

可能会导致工作效率受到影响、工作绩效下降等消极后果，从而使得工作生活平衡并为上升反而降低。 
在区域 IV，假设 H3b 未得到验证。此时，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高于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性，

且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均处于偏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员工经历着较高的来自非工作领域元素

的渗透，在处于工作场景中时工作节奏、工作效率等可能会被非工作领域事务打扰，同时伴随着工作–

非工作边界渗透性的增加，员工也可能同时又在经历着生活场景中不断为工作事务所累的情形，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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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工作生活平衡水平整体不高，且随着偏离程度增加逐渐下降的趋势。 
此外，由图 2 也可以看出，当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都处于较低水平时，即工作领域与非工作领

域之间的交叉与干扰均较少时，个体体验到的工作生活平衡水平更高。而且当两个方向的边界渗透性中

有一方明显地高于或低于另一方时，员工体验到的工作生活平衡水平是最低的，从社会交换公平理论来

看，这样的情况严重偏离了平等的交换关系，常常会使个体体验到强烈的不公平感，一个领域中的元素

过多地渗透到了另一领域，从而导致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失衡。 

5.2. 管理启示 

在要求员工工作–非工作边界渗透的同时，企业也应该允许员工的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研究结

果表明，匹配情况下个体感知到的工作生活平衡水平要高于两者不匹配时的水平。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个体的工作压力、竞争压力也在不断地增加，加班情况在很多企业是很常见的情况，而且，信息

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使得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的渗透变得难以避免。很多的研究也已经证明，工作–非

工作渗透常常会伴随着一些消极影响，如引发工作–家庭冲突，降低工作满意度等(吴洁倩，张译方等，

2018；陈笑梦，2020)，所以与其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限制员工的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不如在工

作–非工作渗透的同时给予员工一定程度的自由，允许其非工作领域相关元素对工作领域的渗透，以此

来抵消员工可能会产生的不公平感及负面影响。 
企业要辩证地对待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可以允许员工非工作领域的元素向工作领域的适当渗透，

但要控制在较低程度。假设 H2 表明非工作–工作边界渗透性与工作生活平衡之间呈现倒 U 形关系。对

于员工而言，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允许其非工作领域元素向工作领域的渗透，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生活

水平，但过度地渗透，一样会导致员工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失衡。员工可能会因为来自非工作领域过多的

渗透影响工作效率、工作进度等从而使员工不得不在之后本应该属于非工作领域的时间、空间内处理工

作事务，而如果员工之后没有采取措施，补上之前的工作任务，可能会给员工的绩效考核、职位晋升等

带来不利影响。所以，企业可以为员工提供一定程度的时间和空间自由，使员工能够进行必要的放松活

动或者处理不得不处理的个人事务。 
员工面对来自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边界渗透，要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控制。企业只能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的强弱，调整来自不同领域边界渗透性的程度深浅，达到工作

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状态也需要员工自己的调整与控制。在边界渗透中，行为上的渗透是显性的，容易被

观察到和约束的，但心理上的边界渗透却是难以观察的。这就需要员工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来采取相应

的措施，促进工作生活平衡。 

5.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在于：1) 在进行数据分析时，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因为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

性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但使用纵向跟踪研究来获取数据能够更好地评估变量在时间上的变化对

结果所产生的影响，使分析更为严谨；2) 本文集中关注于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特征对于员工工作生

活平衡感受的影响，未能具体地考虑行业类型、组织性质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在利用本研究的假设对不

同类型的员工或组织进行研究时结果可能会存在差异性。 
由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的本质出发，本文从方向性和不对称性两个角度，探讨了不同方向、不

同程度的边界渗透性对员工工作生活平衡产生的影响，给企业与员工对于工作与非工作领域的边界管理

提供了较为普适的建议。未来的相关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1) 从动态角度，利用纵向

研究的方法，丰富相关研究。无论是边界渗透性还是员工感知到的工作生活平衡，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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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长期的追踪与记录，获得更为准确的数据，进行分析；2) 扩展研究的对象，员工工作与非工作

边界的形成受到很多主体的影响，比如工作领域中的上级、同事，非工作领域中的家人、朋友等，这些

主体都会对个体工作与非工作边界的状态及边界渗透性的强弱产生影响，未来可以探究多源主体的具体

作用形式或其对个体工作与非工作边界状态的影响；3) 对不同类型的边界渗透展开探究。马璐，刘洪等

(2014)在其研究中指出，员工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在内容、方式及动机上均存在不同的类型，但目前，

很少有文献探讨在中国情境下，不同类型的边界渗透对员工或企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未来可以对不

同类型的边界渗透性影响的差异性及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地探讨。4) 从个人与环境匹配的角度出发，完

善研究模型。近年来，逐渐开始有国内学者在工作与非工作领域边界管理的相关研究中引入个人变量，

研究在中国情境下个人变量与边界特征(环境变量)的匹配情况对员工或组织可能产生的影响(贾西子，苏

勇，2020)，但对比国外的研究，此类研究在国内还处于初步阶段，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5) 对工

作与非工作领域的边界特征进行进一步挖掘。除了边界渗透性，边界弹性也是边界特征的一个重要维度，

有研究表明边界弹性与边界渗透性相互之间也会产生影响。李朝霞(2012)通过研究发现，边界弹性影响了

边界渗透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研究不同边界特征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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